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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向整体渐进：从亨利·乔治、
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

■ 崔之元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用亨利·乔治，詹姆斯·米德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论来解释正在

进行中的重庆实验。作者认为重庆实验展示出城乡统筹发展，以及公有资产和私营企

业齐头并进的可能性。通过干部“大下访”和“三进三同”、进城农民工转为城市户籍、

“唱红歌”，以及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公租房等等，重庆试图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注

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重庆实验 经济发展 经济政策 社会政策

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

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发明“中美国”①（Chimerica）一词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

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2008年说的如下一段话很生动地抓住了人们的“重庆想象”：

在次贷危机爆发一年之后，我访问了“中美国”的东部即中国。没有地方比重庆更反

映中国的高速发展。地处长江上游，重庆是今日世界增长最快的城市。在我以前对中国

的访问中曾见证过不少令人惊叹的建设场景，但重庆速度使上海和深圳都略显逊色。②

有趣的是，重庆之行促使弗格森改变了他的“中美国”理论。在“中美国”中，中国的

功能是储蓄，美国的功能是消费，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国内市场。但是，弗格森在地处

西部和内陆的重庆所见到的“令人惊叹的建设场景”，使他认识到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

潜力，从而预示着“中美国”的终结。

我认为，重庆使弗格森改变“中美国”理论是意味深长的：国务院2007年批准重庆成

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目的之一正是激活国内市场，因为城市居民

的消费水平数倍于农村居民，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转变为以国内消

费为主。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了第12个五年规划，以改善民生作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基本国策。在这个意义上，重庆统筹城乡综

合配套改革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可以被理解为“局部向整体渐进”。

本文的目的是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在展开论述之前，

我需要说明这一理论解释努力的性质。我并不是说重庆实验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有意识

地按照这些理论行事。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有句名言：“行动就是一切。”他似乎否

定行动背后有“主体”。他的原话是：

行动背后并没有存在，“行动者”是事后发明出来的——行动就是一切。③

尼采对“行动者”的否定使许多学者和读者感到奇怪，是“尼采研究”的一道难题。

我觉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皮平（Robert Pippin）教授解决了这道难题。他解

决的方式有助于我们说明“重庆实验”背后的“行动者”和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

理论看重庆实验的意义。

皮平明确指出：

尼采并不否定行动主体的存在。他只是否定分离于行动的主体。主体就在行动之

中……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是拉如是说”中所言：“我希望你在行动中，就像母亲在婴儿

中一样。④

皮平这样来解释尼采的立场：

意图形成和表达总是在时间上流动的，随着一项事业进展中的事件而变化和转

变。刚参与一项事业时我以为我的意图是 X，但随着时间的迁移，我发现 X 并不是我的

意图的准确或全面的表达，也许我的意图是 Y，再往后我可能又觉得我的意图其实是

Z。除了在现实完成的行动中，没有办法能确定一个人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⑤

如果说个人“行动者”的动机已经很难确定，那么要确定重庆实验的“集体行动者”

的动机就更难了。但这正是我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的意义。

虽然重庆实验的参与者并不有意识地遵从这些理论，但他们的行动和这些理论是一致

的（consistent）。黑格尔曾说，法国革命发生是为了一本关于它的好书可以被写出来

——也许黑格尔这句话并不是那么荒唐。

一、地票交易、户籍改革和“亨利·乔治定理”

2008年12月4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个城乡统一土地交易

平台。目前为止，它也是全国唯一的土地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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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土地指标交易（以下简称“地票交易”）制度与我国的两项基本国策有关。一

是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进程，必然要求一部分耕地转换成建设用地；二是从国际

战略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我国又必须保证 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如何协调这

两个有冲突的目标呢？2005年10月，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

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巧妙地要求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必须用农村

建设用地减少来平衡，从而保证耕地总量不变。重庆在各省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创新

亮点，在于发明了“地票交易”。

“地票”是指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

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在土地交易所交易，

转让给有建设用地需求的对象。在城市化进程中，往往是近郊农村才能更多地享受到

土地增值的收益，而偏远农村的农民则难以享受到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地

票交易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能够远距离、大范围地转换，大

幅度提升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发展。

例如，距重庆主城区 600 公里的城口县，一宗 61.86 亩复垦土地，当地出让起始价仅为

1.13万元 / 亩，而到解放碑的土地交易所“地票”成交的均价就达到11.57万元 / 亩。

地票还有两大好处。一是保护耕地。2009年，重庆耕地面积为223.76万公顷，在城

市快速扩张过程中，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比2008年增加了0.17万公顷。为什么能做到

呢？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以江津区孔目村为例做了解释：

该村32户113人由小村落集中到农民新村，退出了47.5亩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

户均安置面积 175 平方米，加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安置总面积为 10 亩，共节约建设用

地37.5亩。原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复垦为耕地后，经验收折算，并扣除农民新村安置

面积，形成了36.2亩“地票”。按孔目村人均水平的80%保守计算，每人能节约建设用地

指标 0.26 亩。未来 2 至 3 年，全市约有 45 万户农民由小村落集中到大村落居住，将节约

出建设用地 41.3 万亩。到 2020 年，随着重庆 1000 万农民转户进城，将节约出建设用地

指标260万亩。⑥

地票的第二大好处是助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重庆2010年8月15日正式开始了

全国最大规模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给在主城务工 5年以上、在区县城务工 3年以上

和在中心镇务工1年以上的农民工无条件的重庆城市居民户口，使他们在养老、住房、医

疗、就业和子女教育上享有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样的待遇。更难能可贵的是，转为城市户

口的农民工并不必须退出他们在农村的“三权”：宅基地、承包地与林权。但如果农民工

自愿退地，政府给予的补偿中，除了全国各地都有青苗费等补偿外，还有重庆特有的将

宅基地复耕为耕地所产生的地票交易中的85%的收益。目前一亩地票的市场价值在15
万元到20万元左右，总成交量6万亩，总成交额已达103.3亿元。表1为重庆土地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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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地票”交易的情况。

地票交易的本质是土地的发展权转移。我认为，地票不是形式上的土地供应量计

划指标，而是土地“发展权”指标。发展权是不同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变土地用途”

的权利。通过“地票交易”，重庆已经在实践上隐含地承认了农民拥有部分“土地发展

权”，因为开发商必须购买“地票”——农民的部分“土地发展权”——才获得参与竞标城

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资格。这对于正在修订中的《土地管理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现

行的《土地管理法》尚无“土地发展权”的概念。美国一些州实行土地“发展权转移制”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TDRs）：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

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发展权，方可进

行土地开发。重庆的地票交易对农民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上所作贡献的一种创新性的

补偿方式，实际上是对农民土地发展权的隐含认可和发展权市场价值的实现。西方也

没有出现土地发展权的交易所，只是在美国的一些州，有一些局部的交易。⑦因此，重庆

的土地交易所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最近重庆人大又立法规定转户农民工仍可以土地承包权入股，这是让更多群众拥

有来自合法个人财产的财产性收入上的重大探索。因为转为城市户口的农民仍可以土

地承包权入股，实际上隐含地将《物权法》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分解成了“承包

权”和“经营权”。⑧如果说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民承包经营权的分离是“两权分离”，那

么，按照重庆市委常委徐鸣的说法，重庆转为城市户口的农民（目前已达 230万人）仍可

以土地承包权入股，则正在创造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离”。

地票交易，户籍改革和亨利·乔治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必须谈到孙中山。今年是辛

亥革命一百周年。重庆人纪念孙中山，最容易想到他首次提出三峡工程的宏伟设想，从

而使重庆有了直辖市的机缘。但可能不少人已经遗忘，孙中山曾计划以重庆而非广州

为革命根据地。这就不得不谈到孙中山极为倚重的重庆人——曾先后担任四川省长和

广东省长且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起草人的杨沧白。

在重庆旅游名胜“洪崖洞”10楼的茶馆，前可远眺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的壮丽景

色，向后转身则可径直走到以杨沧白命名的沧白路。杨沧白（1881～1942年）是重庆辛

亥革命的领袖，而四川在全国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清廷命端方率湖北

陆军入川查办保路运动，造成武昌防务的薄弱，才使 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首义成功。

10月13日，端方率军抵达重庆，使重庆主城的起义计划未能实施，但杨沧白发动了主城

附近长寿、南川的起义。杨沧白的学生郭沫若后来称他为“四川革命党人的元祖”。

指标面积（亩）

300
800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1280
4587

成交价（万元）

2560
6420

竞得单位

重庆玉豪龙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城市建设投资公司

表1：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已交易地票公示情况



杨沧白任四川省长时，曾邀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蒋介石为警务处长，两人都已赴任

上路，但因另一四川军阀熊克武的反对，两人都只好半路折回。廖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

山，是美国土地改革理论家和实践家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一书最早的中译者，而孙

中山多次坦言，他的民生主义中的“涨价归公”思想，直接来源于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

税”理论。孙中山对土地“涨价归公”思想的最生动论述如下：

兄弟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

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

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

法。……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

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⑨

在孙中山看来，土地价值上升，是社会集聚效应（特别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结

果，因此应返还社会，实现地租社会化。而有了地租社会化，“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

税”，这就是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思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

茨在《总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一文中证明了“亨利·乔治定理”：

在一个简单的立体经济中，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地区性公共

物品，并且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因为对地租征

收一个充公性质的税收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纯公共物品融资所必需的单一税。⑩

用通俗的话讲，“亨利·乔治定理”就是说，如果土地涨价归公，“私人永远不用纳（别

的）税”。这对效率和公平都是有利的。当然，斯蒂格利茨证明“亨利·乔治定理”是有条

件的，如“人口规模最优”，而中国现实中的城市都不满足。但该定理启发我们看到中国

目前“土地财政”的两重性。目前社会舆论对“土地财政”的诟病，多源于对“高土地出让

金—高地价—高房价”机制的批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不应忘记，正是由于“土

地财政”占到了全国各地方财政收入的 50%以上，企业和个人的税赋才没有进一步加

大。因此，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土地财政”的两重性，既防止高地价导致高房价，又防止

正常的土地涨价归公收益流失，而重庆这方面做得较好。2003年2月，重庆在土地储备

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地产集团，由市政府注资，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

机制。黄奇帆市长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

有这个拍、挂、招的权力不等于你拥有土地的权利，土地可能是区县下边的街道、社

区，也可能是居民在使用。如果有开发商想圈这块地，他可能现在只开发200亩，但是可

能拍卖购买了 2000 亩 10 年以后才会开发的地，土地就被开发商储备了。如果一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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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除已建成的用地之外，待建设的用地如果三分之二都到了开发商手里，政府手中就

只有很少的土地，然后每年拿出一些土地来拍卖，就被开发商抬得很高的价格。一个城

市如果土地价格一高，那么整个房价都会高起来……我们把三年、五年、十年可能要使

用的地，从规划、管理上，由市级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把它给储备了。如果政府手中有

比较多的土地资源，如果房屋价格卖得很高，就再多供几块地，实际上就把价格给控制

下来了。重庆政府在过去5年，始终抱有一个宗旨，就是商品房拍卖的地价，绝不超过当

时这块地周围楼面地价的三分之一。所以重庆政府拍地，没有起把房价往前推的这种

作用。

但是，正常的“涨价归公”意义上的“土地财政”重庆也做到了：2002年，黄奇帆发现

相同等级地价（征地动迁费，七通一平费和政府出让金），重庆只有成都的 50%，就决定

每平方米基准地价比成都多10元，因为山城重庆的七通一平费应高于平原成都，当年就

将重庆土地财政收益从2001年前的2亿元上升到10亿元。到2010年，重庆土地财政收

益达到980亿元。表2是2002年的重庆土地出让金标准。

地票交易、户籍改革和“亨利·乔治定理”的关系在于：第一，通过地票实现了城乡建

设用地的远距离置换，使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不仅为郊区农民分享，而

且为更偏远地区的农民分享，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涨价归公”；第二，由于重庆市政府

的充分土地储备，使重庆在全国得以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而公租房的主要承租人

群体之一正是转为城市户籍的农民工。

表2：2002年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标准 （单位：元 / 平方米）

土地级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商业用地（40 年）

840
660
530
450
380
330
290
260
240
220
200
190

住宅用地（70 年）

590
500
420
310
270
250
210
160
110
100
90
80

工业用地（50 年）

440
300
170
150
130
120
90
80

资料来源：杨庆育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理论与创新：兼析重庆实践》，重庆大学

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二、“国进民也进”、“第三财政”和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

已故美国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Jay Hammond）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美军飞

行员曾驻扎在重庆。他生长在纽约州，实在有些吃不消重庆炎热的火炉天气，故在二战

结束后他做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生选择：到美国最凉快的阿拉斯加州去。在以渔民为主

的阿拉斯加，空军飞行员出身的哈蒙德脱颖而出，三次当选州长，直至 2006年病逝。他

始终没有忘怀重庆，当 1979年中美建交后，他是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州长，受到邓

小平的亲自接见。这是哈蒙德个人人生经历的重庆缘，但我认为更意味深长的是哈蒙

德在阿拉斯加州推行的政策的两个亮点和重庆当前的民生政策有不谋而合之处。

阿拉斯加州的经济政策的第一个亮点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应有社会分红”。

1968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普拉德霍湾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阿拉斯加

州宪法规定自然资源是公有的。1969年9月州政府从普拉德霍湾油田的开采权租赁中

得到 9亿美元的收入，这 9亿美元相当于阿拉斯加从 1959年建州后至 1969年前各年州

政府收入之总和。这笔巨大的公共财富使得阿拉斯加州政府可以开展很多社会经济项

目。然而许多阿拉斯加人开始担心这笔石油矿产资源收入会很快被花完，今后的阿拉

斯加人将不再能够得益于这笔公共财富。因此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1976年提出应当用

这笔钱建立一个永久基金（Permanent Fund），以造福于世世代代的阿拉斯加人。1980年

阿拉斯加州议会通过了哈蒙德方案，即永久基金分红计划。具体地说，阿拉斯加州永久

基金分红方案将每年及前四年平均下来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的50％发放给每一个在

阿拉斯加州居住满6个月的居民。1982年秋冬两季阿拉斯加州40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

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的支票的社会分红。从1982年起至今，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8年

给每个公民发放社会分红，在道琼斯指数最高的 2000年，每个阿拉斯加州公民收到了

1963.86美元的分红，永久基金市值 284亿美元。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侵蚀永久基金本金

的购买力，州议会随后又通过了法案将剩余 50％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优先用于补充

基金本金以抗衡通货膨胀。在补充基金本金后，再剩余的净收入则存入基金的收入储

备帐户以供议会立法批准其他用途。

“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应有社会分红”的原则在重庆的民生政策中也得到体现。重

庆市委的“民生十条”的第七条说：

发展 6 万户微型企业，新增 30 万就业岗位。重点支持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

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

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自主创业。市财政每年出资 3 亿元，按企业注册资本的 30%-50%
给予补助。

这就是说，重庆政府对微型企业给予无偿的资本金补助，而在市财政每年出资 3亿

2011/09 开 放 时 代 专 题

□
59

□
58

元中，有 1亿元是重庆国资的市场经营收益，这是一种“间接社会分红”。因为重庆人口

基数远远大于阿拉斯加州，像阿拉斯加州那样每个居民都直接得到社会分红对 3200万

重庆居民单个人意义不大，但用国资收益给微型企业资本金补助和“社会分红”的原理

是一致的。在 2011年 7月 23日通过的《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国有资本收益的 30%上缴财

政，用于民生，服务社会，充分体现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的社会属性。”

阿拉斯加州经济政策的第二个亮点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使得政府有底气取消

对企业和个人的州所得税，藏富于民”，这和重庆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使得政府有底气

降低企业所得税又是不谋而合的。2000年开始，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

惠政策是允许对工业企业只征 15%的所得税。目前重庆还在使用 15%的税率，西部其

他一些省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政策，仍然在2008年1月1日前征收33%的

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支

持藏富于民的表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 2009年又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

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贷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重庆的国资市场收益，成为

了政府“第三财政”：重庆大学城和大剧院的投资，主要不是来自一般意义上的财政收

入，而是国资的市场经营收益，否则大学城和大剧院的投资还是要来自企业和个人的税

收。黄奇帆市长精辟指出：

我们重庆国资和财政的结合体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国资变成了财政的第三口

袋，这个第三口袋使得重庆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的用在民生。我

们重庆是财政的51％用在民生。为什么重庆能够把那么多的钱用在民生？整个中国31
个省份，只有一个省符合教育法，财政性的教育支出占 GDP 的 4％，我们这几年年年在

4％以上，只有重庆做到了，为什么这个穷地方教育能够支出4％呢？我们把国资赚的钱

补了一块，如果国资不补，我肯定民生里就要少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国资为重

庆的财政更多的支撑民生发挥了战略的意义。

重庆国资总量从 2001年的 1700亿元增长到 2010年的 1.2万亿元，跃居全国地方国

资第4位。这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2001年，重庆民营企业产值为重庆

GDP的38.8%，而到了201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61.2%。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来说明。

重庆乡村基快餐连锁公司于北京时间2010年9月28日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

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餐连锁企业，也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重庆企业。

乡村基招股书显示，创始人李红和张兴强夫妇持有乡村基 5320 万股，占比 66.40%，近

200位乡村基的中层管理人员于 2010年初以每股 1美元的价格，获得了公司“原始股”，

而李红也被称为“重庆上市企业最慷慨老板”，因为她拿出超过7%的股权进行了员工股

权激励，总价值约3亿元人民币。乡村基的门店数已飙升至101家分店，被誉为“中国的



麦当劳”，其中56家位于重庆，31家位于四川，14家位于西安、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乡

村基的成功固然主要来自李红女士的经营方略，但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

实施可能也是它成功的因素之一。

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的专著《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2010年出版了。他说：

西部大开发中，国家陆续出台了一批推动国内外社会资金流向西部的政策，其中税

收优惠政策最具含金量。政策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

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

而当时全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 33%。初看起来，乡村基似乎不在“国家鼓励类产

业”目录中，但《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通

知》使乡村基得以享受15%的税收优惠政策。该通知中的关键段落是：

促进市级重点工业企业的发展。凡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的重点内外资工业企

业，除国家限制或禁止的投资项目外，从2003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在上述政策执行中，对不能明确界定为鼓励类的产业，内资工业企业只要经

重庆市经委审核确定、外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外经贸委审核确定为鼓励类产业的，

也可按上述规定执行。

可见，重庆的确是“用好用足”了中央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以低税率吸引民

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投资。最近，重庆市又请示国务院并获批把 15%的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延长到2020年。

重庆市政府之所以有底气，敢于坚持用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和重庆

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有关的：国有资产发挥了“第三财政”的作用，“八大投”等国有企业

直接从事修建大学城、大剧院等原属“第一财政”的工作。这恰恰和 1977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的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合。

米德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

的整体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

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

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关于公有资产收益

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

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努力工作。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

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

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

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

2011/09 开 放 时 代 专 题

□
61

□
60

（很像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贡献。“自由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

主义”不同，它不是依赖高税率来再分配，而是依赖“低税率”和“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

来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

米德曾明确指出国有资产在降低税率上的效率优势：

就财产的私人所有制来说，要得到预算剩余，必须提高税率，而……将对经济刺激

产生不利影响。就财产的社会所有制来看……政府可以在较低的税率水平上依靠预算

剩余，达到一定水平的公共储蓄。由此可见，财产的国家所有制对效率产生的不利影

响，要比平均分配财产的私人所有制更小。

但是，米德并不主张国有资产的无限扩张，而是探索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结合

点。一方面，他指出：

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化，将给政府带来更大的财产净收入，其结果是降低税率，或者

向穷人支付更多的社会保障，同时也并不降低其它形式的政府支出。私人部门的总收

入会下降，因为政府的国债利息支出减少了，或者是原来财产获得的利润转给国家了。

然而，私人部门的净收入却没有变化，因为利率降低了，或者因为社会保障支出增加

了。

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

随着私有财产数量的增加，（1）税收的激励扭曲作用将加强，（2）从财产权上获得的

安全感和独立感将增强。随着私有财产的进一步增长，由于（1）造成的额外损失将变得

越来越严重，从（2）中获得的好处却越来越不重要。在某个水平上，可能达到一个多种

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尽管我可能不能告诉读者它究竟在哪里……我们需要一种组合：

财产社会化措施和更平等地分配私人财产的措施。

米德关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说为重庆“国进民

也进”的机制提供了最好的解释。但重庆国资的发展并不是遵照米德的理论进行的，而

是在不断试错中前进的。可以说，被迫接下私营企业“自身掏空”的烂摊子，例如重组西

南证券，是重庆国企发展壮大的机制之一。西南证券是西部最大的一家证券公司，原来

是一家民营公司，但是它被内部人掏空了。当时西南证券已经被证监会停牌，重庆市政

府认为，好不容易有一家上市的本地证券公司，如果退出资本市场，对重庆的长远发展

不利。重庆市政府主动接手西南证券，注资重组并最终上市。西南证券上市是 2009年

上半年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大事，参与重组的国资和民有资本都实现了增值。很多人讨



论“国进民退”时没有注意到私有企业“自身掏空”从而国资被迫进入的现象。为什么私

有企业的老板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故意搞垮自己的企业？

这里有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理论，即 2001年诺贝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与新增长理

论的创始人保罗·罗默提出“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型：在一定条件下，所有者也会掠夺

本企业的总资产。其实原因很简单，在企业资产的会计恒等式中，“总资产 = 所有者权

益 + 负债 = 净资产 + 负债”，因此企业总资产中只有一部分是所有者权益，另一部分是

负债，包括贷款、债券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股东有限责任制，投资者以出资

额为限，只承担有限责任。这样大股东即便占有60%的股份，出现亏损他会承担60%的

损失，但如果他能够将企业资产转移到自己另外的公司，只要转移部分大于他所投入的

净资产部分，那么他就有动机把自己的企业搞垮。这在实际生活中非常普遍。例如，顾

雏军通过收购在广东的科龙电冰箱，成为大股东，通过制冷剂关联交易，将科龙的资产

转移到以其父亲名义注册的天津格林柯尔工厂，从而将自己是大股东的科龙搞垮，自己

损失了60%的股份。但他所转移的资产仍然大于他损失的部分，因此，他仍有很强的动

机去这样做。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老板都这样做，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这样的

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国资委是被迫接手破产的民营企业。2008年美国的救市，

可以说是国家不得不接手被私营企业搞垮的烂摊子。

意味深长的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有毒资产”定价难题是美国经济不能

从危机中迅速复苏的主要原因：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

出，而政府又不愿用太高于市场的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

有化或部分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了：这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

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格林斯潘这种支持国有化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可

以帮助我们深化对我国国有银行在执行中央经济刺激计划中的作用的理解。如果我们

从2004年重庆渝富公司收购中国工商银行在重庆1000多家国有企业的坏账来看，可以

说格林斯潘解释了渝富公司成功的原因。因为当时渝富公司用20%的账面价格向中国

工商银行收购坏账，而现在时过境迁，中国工商银行可能想当时若要求40%的账面价格

更好，但因为他们都是国有，当时坏账的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关键要赶紧剥离坏账，

重振旗鼓。

从尼采“行动就是一切”的角度看，重庆国资委当初注资西南证券的意图可能是“救

急”，但几年后的今天，重庆国资委可能认识到重组西南证券的意图其实是探索米德的

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的“自由社会主义”!

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近几年来在重庆党的建设上的工作是重庆实验的关键部分，

也许可以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1891～1937年）的不同于“支配权”（do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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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权”（hegemony）理论来加以阐释。

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渡过漫长岁月的葛兰西写下了著名的《狱中札记》。借用恩格

斯的话，葛兰西说：“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

的机构。”他同意他的意大利知识界的对手克罗齐所说的“文艺复兴仍然是精英圈子内

的贵族运动，而宗教改革则深入了普通人民”，但他批评克罗齐，因为克罗齐不理解“实

践哲学及其广泛的群众运动过去和现在都真正代表一种与宗教改革相类似的历史过

程，而自由主义则不然，它只是再生着局限于狭隘知识分子集团的文艺复兴”。葛兰西

要求意大利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宗教改革”以赢得民心。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薄熙

来在重庆通过干部“大下访”，与农民群众“三进三同”所要做的。

2010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

生工作的决定》，其中第10条规定：

深入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深化“三项制度”，倾听群众心声、解决

群众困难。推动“三项活动”和“三项制度”常态化，并不断创新实践形式。区县党政领

导干部每人每年下访 12 次以上，及时化解本地区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各级各部

门要认真研究解决信访问题，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听、难题有人解、利益有人维护，两年内

基本消化现有信访积案；建立重大事项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减少新的矛盾产生。各级机

关干部每年至少7天、新招录公务员和新提任领导干部至少30天“三进三同”。“结穷亲”

实现机关全覆盖、干部全部参与，与农村 50 万贫困户全都结对，结对干部每年深入“穷

亲”家不少于2次。村和社区党组织要把落实“三项制度”作为刚性职责和看家本领，严

格督促考核，做到接待服务全天候、入户走访全覆盖、办理反馈全落实。

截至 2010年 9月 30日，全市已有 10369个机关单位、17.1万名机关干部以及 15.2万

名职工参加了“结穷亲”活动，与53.4万户困难家庭结了亲，已“结穷亲”的机关干部占全

市机关干部总数的 99.29%，其中市级机关厅局级干部 972人，占 98.88%，市级机关处级

干部4806人，占98.48%；区县级干部1648人，占100%，区县部门和乡镇级干部28569人，

占 99.98%；普通干部 135465人，占 99.17%。共送去帮扶钱物 4.3亿元，送去脱贫致富项

目14.4万个，帮助解决具体困难35.8万个，帮助就学4.8万人，帮助就业16.4万人。与二

季度相比，结对户数净增52839户，增10.98%。

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坦然说道：

过去讲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工人农民。问个问题，我们的工人得到实惠没有？我

们的农民得到实惠没有？改革中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受益者？如果工农不支持我们，那

么谁是我们执政的基础？先不说工人、农民上访，就连退下来的区县委书记和保卫国家

浴血奋战的老战士也成为上访者，那我们到底依靠谁？个体户、民营经济觉得你给他的



还不够，我们到底依靠谁？比如，薄书记说过一句话：“上访群众就是什么理由都没有，

但他如果非常困难，那就是理由，我们就不能不管，就得‘伸出援手’。”我想，这就是个理

念问题。 

重庆干部的“大下访”、“结穷亲”活动，使人想起法国哲学家巴丢（Alain Badiou）所说

的“圣保罗的群众路线”。在引用了圣保罗的话“虽然我独立与所有人，我使自己成为所

有人的奴隶。对犹太人来说，我变成了犹太人；对法律治下的人来说，我变成了法律治

下的人”之后，巴丢说道：“这不是圣保罗的机会主义文本，而是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之为

‘群众路线’的极致发挥——为人民服务。”
目前，西方媒体和部分国内媒体集中报道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但我认为，只有

在重庆统筹城乡实验、十大民生工程和缩小“三大差距”的政策大背景下，才能理解“唱

红”作为重建党的群众基础和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的意义，否则“唱红”就成了简单

的说教。如果我们接受前面引述的恩格斯和葛兰西的说法“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

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也许我们以英国基督教学者查斯特顿

（G. K. Chesterton，1874～1936年）的如下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并不是不恰当的：

当基督在一个象征时刻建立他的伟大社会时，他既没有选择智慧过人的保罗也没

有选择神秘的约翰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石，而是选择了普普通通甚至有些胆小的彼得

……所有的帝国和王国都失败了，因为它们为强人所建立并依赖于强人。只有历史上

的基督教会，是建立于弱者基础上的，因此它是不可摧毁的。因为没有链条比它最弱的

环节更强。

注释：

①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 Boom，”International

Finance，Vol. 10，Iss. 3，2007.
②PBS on Chimerica，http：//www.youtube.com/watch?v=-DeQYWro8YU.
③

④Robert Pippin，Nietzsche，Psychology and First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p.
75-76.
⑤同上，第78页。

⑥黄奇帆：《农地交易的重庆实验》，载《瞭望》2010年11月8日。

⑦ Note，“Development Rights Transfer in New York City，”Yale Law Journal，Vol. 82，No. 2，pp.
33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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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我国2007年3月16日《物权法》正式通过之前，有两个起草小组，分别由中国社科院梁慧星和人

民大学王利明负责，梁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合同权利，王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最终通过

稿更接近王的观点。

⑨孙中山 1906 年 12 月 2 日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328页。

⑩斯蒂格利茨：《总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载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

集》第5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页。

黄奇帆接受凤凰卫视《答问神州》栏目组专访，《重庆为百万人建公租房不是摆噱头》，载《重庆日

报》2010年7月5日。

公租房是重庆“民生十条”中的第1条。参见崔之元：《重庆十大民生工程的政治经济学》，载《中

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赵忆宁、徐恺：《重庆为什么》，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4月17日。

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同上，第57页

同上，第 58 页。作者对译文有所改动，原文见 James Meade，Liberty，Equality and Efficiency，

New York University，1993，p. 64。

葛兰西（著）、李鹏程（编）：《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Benedetto Fontana，Hegemony and Power：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ramsci and Machiavelli，Uni-
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p. 40.
同注，第594页。

赵忆宁：《专访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沉下去，再沉下去，二十万干部“大走访”》，载《21世纪经济

报道》2010年4月19日。

Alain Badiou，Saint Pau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 99。保罗的原话全文是：“所以我虽

然自由，不属任何人，却把自己给了众人为奴，为的是多多赢取。对犹太人，我就如犹太人，以赢得

犹太人；对律法下的，就如律法下的——尽管自己已不在律法之下——以赢得律法下的；对律法外

的，就如律法外的——虽然我并无脱离上帝圣法，乃是受基督之法的管辖——以赢得律法外的；对

软弱的，我也软弱，以赢得软弱的。有什么样的人，我就如什么样，只求至少能救起一些。”见《新

约》，冯象译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10年版。感谢冯象教授提供译文。

关于“打黑”，参见崔之元：《由李庄案引发的三个深层问题》，载《天涯》2011年第4期。

G. K. Chesterton，Heretics，Ayer，1970，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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